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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近年来中国法理学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已从旧模式和教科书体系

中解放出来 ,关注现实 ,并已形成若干带学术流派倾向的学术群 ,但也存在学术发展

总结不足和学科建设不足等问题。文章着重从学科层次、价值取向、层次间的中介联

系、体用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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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理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复苏之后 ,经历了近 10 年滞后于部门法学的缓慢

发展 ,已经较为成熟 ,从浅陋走向一定的深厚 ,呈现出初步繁荣。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逐步

壮大 ,研究成果质量提高 ,对推动中国法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些应用法学

和边缘法学的研究者也言必称“法理”,纷纷从法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 ,更表现在法理学研究的

社会效应显著 ,为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为提高权力运作的理性化程度 ,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已有相当多的法律实际工作者和政府官员把对部门法学的关注转到法理学上

来 ,希望能在与法理学者的对话中 ,获取理性思维的灵感和思想资源。然而就在“法理日显”的

态势下 ,中国法理学自身却感到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于是“中国法理学向何处去”

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有学术使命感的法理学者不得不把目光从关注社会转移到自身的学科建

设上来。

一、近年中国法理学在三个方面呈现的良好态势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苏联法学模式和陈旧的“教科书”体系中彻底剥离出来 ,恢复了法

理学在法学中的理性光辉。

现代法理学作为法学的重要基础学科 ,本是工业文明“理性化”过程的产物。可以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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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发展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个部门法学、应用法学都无从建立。日本早期著名法学家

穗积陈重译介西方法学名著 ,就是从法理学着手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半期 ,中国的一批思

想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变法图强的浪潮中 ,致力于引进西学 (包括法学) ,以变革中国的

政治和社会 ,其中特别注意到西方法理学的理性价值和启蒙作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勤奋 ,

翻译、撰写了一批法理学著述 ,如严复所译之《法意》(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沈家本所撰

之《法学盛衰论》,梁启超所撰之《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李达所撰之《法理学大纲》等。此外 ,

从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 ,都可以看到对法理思想的阐释。这些著述

和思想 ,虽然未必都条理本末具备 ,有精湛不磨之功 ,但却以其阔大之气势 ,弘博之规模 ,筚路

蓝缕 ,以开荒荆 ,一扫当时中国法律界、思想界之闭塞萎靡 ,为中国法理学之建立 ,为中国法律

朝现代化、理性化方向发展 ,写下了重重一笔。虽有今人评论 :其中一些急言竭论“政治批判过

多而疏于法理之学术性”,然正如陈寅恪在评价梁启超时所说 :“此则中国之不幸 ,非独先生之

不幸也。”〔1 〕民国时期的法理学虽呈“多元思想体系交错混杂的复合态势”,“法理学多为舶来

品”,〔2 〕在法律院校的教学中并不受重视 ,但仍脉络相承 ,干系未绝 ,尤其是李达的《法理学大

纲》,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阐释法理 ,对西方法理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尽管在

今天看来 ,他的研究仍有疏阔 ,但未失去学术之本源。

中国 50 年代的法理学从“全面苏化”开始 ,以苏联法律教科书为模式 ,转为了“国家与法的

理论”,定位于“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科学理性光芒逐渐褪去。随着后来近 20 年反科学反理

性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冲击 ,高压下的法理学已尽失其学术性 ,而异化为一堆僵化、荒谬

的政治教条。

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 ,使法理学逐步从这堆僵化教条即教科书体系中剥离出

来。它不断在“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 ,反思前苏模式给自己加上的各种

枷锁。其学术发展的势头大有当年梁启超等人初建中国法理学时 ,一往无前、重振乾坤之慨 ,

但却比前贤们更加理性、多元和扎实。

需要指出的是 ,它的每一步“解放”都十分不易。如同一个长期裹脚而变形了的小脚女人 ,

当她被放脚时已丧失了走路的能力 ,中国法理学的确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该怎

样独立思考。在已经改变名称的法理学教科书《法学基础理论》中 ,仍充斥着令人十分厌恶的

苏联模式的陈词滥调。于是就有了当时看来十分尖锐、今天锋芒犹存的大讨论 :“法律是不是

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 ?”“国家意志性是不是法律的根本属性 ?’”“法的强制性是法的唯一特征

吗 ?”“法学中充斥的绝对化的‘经济决定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义 ?”等等。每一次讨论都

推动了法理学的“解放”和发展。

但人们已经发现 ,如同在大海中破浪航行的船只 ,前面的波浪刚被拨开 ,后面开辟出来的

道路又迅速被浪花所淹没。法理学至今没有摆脱僵化的教科书体系影响。于是 ,近年来一些

思想敏锐的学者不断认真反思法理学曾受到的“左”的荼毒和戕害 ,清理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

他们首先总结了法理学教材在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力图在新教材的编写中清除“左”的痕

迹 ,并大胆吸收近年国内外法理学研究的新成果 ,出版了一批受到法学界欢迎和首肯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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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3 〕学者在清除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时 ,并没有停留在泛泛批判上 ,而是充分利用各种材

料 ,切实分析维辛斯基等人法学观的形成过程 ,及前苏联法学思想体系究竟错误在何处 ,中国

在受其影响的同时 ,与中国自身传统历史文化特点有什么关系 ,中苏关系决裂后 ,为何这些影

响还愈演愈烈等等问题。

这些严肃认真的研究都使中国法理学从“左”的僵壳中一步步剥离出来 ,逐步恢复了自己

应有的理性光辉。

(二)已形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民主讨论、宽容相待的良好学术气氛与环境。

法理学曾是研究中禁区最多的领域 ,不仅是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霸权话语的领地 ,而且是

学术霸权的领地。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一度是法学界最落后、最保守的 ,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法

理学科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但近年来 ,这一状况已大有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思维、观点见识、甚至地缘流派上 ,都是多元化、

多向度、多视角的 ,打破了过去“一言堂”和“学自官家”、“官大即有真理”的格局 ,出现了众声喧

哗的局面。对于不同观点、不同声音 ,学会了宽容和倾听 ,少了棍子和帽子 ;对于讨论和争议 ,

更多的是“以理服人”而非“以力压人”,出现了健康、民主、有序、自由的十分难得的学术氛围。

在这种民主健康的学术氛围下 ,成长起来一批有作为的中青年法理学者 ,他们思想敏捷 ,锐意

进取 ,译介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西方法学名著 ,结合中国实际 ,撰写了一批颇有质量的法理学著

述。中青年学者中出现了带学术流派倾向的学术群。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

第一类是带社会法学倾向的学术群。他们的特点是 :以交叉学科为背景 ,从浅近的社会法

律问题入手 ,研究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

土化、市场与法律的替代等。其学术背景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哲学等 ,力求在平

易的语言叙述中展现法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知识

引入到法学研究中来。有的还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如福柯等人的深刻影响 ,吸取了后现代

思想家批判性思维的特点 ,知识涉猎面广 ,有较严格的学术范式。所论问题看似简单、凡俗 ,却

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 ,如《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等论文。〔4 〕惜乎他们在关注本土化的

同时 ,对“本土”的洞悉和剖析还不够准确和深刻。

第二类是带分析法学、概念法学、纯粹法学倾向的学术群。他们专注于法理的基本概念、

范畴、规范、逻辑体系的建构和研究 ,专注于法理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 ,例如法的本质、法的要

素、法的规范 ,法的概念等等。有学者认为 ,如果不在本体论上下功夫 ,不对自 80 年代以来我

国法理学界表现出来的深厚的逻辑实证倾向进行反思 ,不对中国现行法概念赖以形成的方法

论基础 ———规范主义、概念主义、国家主义进行必要的反思 ,就难以实现对法学落后的超

越。〔5 〕还有学者认为 ,只有对法学著述进行“纯粹化”的目标定位 ,才符合社会分工的客观规

律 ,才是该学科与其它学科“比肩而立”之根基 ,因此对法学本体范畴进行规范分析 ,是法学区

别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特点。〔6 〕这类学者所致力于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已为学界公认

为是使中国法学真正独立于其它学科及从政治权力依附下摆脱出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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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带历史法学倾向的学术群。他们的特点是以很强的“历史感”研究法理学 ,从历

史切入研究法理。但在分析方法上 ,他们与纯粹的“史料学派”不同 ,不是只在法制史料的考

证、收集、阐述上下功夫 ,而是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 (史识与史论结合) 、考据分析、比较分析 (纵

横比较、中外比较等) 、法理规范分析等多种方法 ,故其研究成果别具一格 ,极富创造性、启示

性。〔7 〕通过这种方法的研究 ,逝去了的法制和现实的法制在时空上、在人类理性的高度抽象

上统一了起来。

第四类是带问题法学、综合法学倾向的学术群。他们的特点是以综合的方法研究法律的

综合性问题 ,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实证论分析方法有机统一于对法理现象的多方面研究 ,超

越流派 ,寻求综合 ;〔8 〕或从某一问题入手 (如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解释、人权问题等) ,或

对现实当中的法律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如市场经济的法治、程序正义、法律的全球化等) 。波普

尔的知识谱系学认为 ,知识在本质上是由实践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而产生的。因此 ,问

题法学由于对中国变革时代的热点、焦点极为敏感 ,往往能正视现实对理论的挑战 ,在法学上

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新颖见解。

第五类是带价值法学倾向的学术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古今中外的法学家都对法的价

值研究给予格外关注 ,因为它是以“法律与主体需求能否形成契通为探索目的”的 ,其核心是探

索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他们认为 :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但面对重大的价值选择决定 ,而且面对价

值选择的法律表达 ,因而价值法学在今天的中国格外兴盛。〔9 〕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对价值

法学的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它除了要有法学理论知识、应用法学知识外 ,还须对社会有深刻了

解 ,需有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10〕然而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

题 ,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1〕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 ,必须关注某些超

越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12〕法律是人类“意识自觉”价值实现的具体过程

和承担方式 ,〔13〕80 至 90 年代 ,郭道晖、李步云等对价值法学进行了深刻研究 ,其后一批中青

年法理学者的价值法学研究成果颇引人注目。〔14〕近年来 ,价值法学研究已从自然法思想深入

到对“法权哲学”的颇有功力、颇为系统的分析。〔15〕无疑 ,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法理学将以“权

利 ———权力”关系为基点展开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上述所列法学流派倾向的学术群 ,仅只大谱而已 ,并不能全部涵盖中国法理学研究队伍近

年呈现的多元趋势 ,更不是指中国法学研究队伍的全部。然而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法学流派

化是法学家心智创造的产物 ,是法学独立、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 ,更是中国法学逐步走向成熟

的标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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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改革事业的积极参与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变革和制度变革 ,是中国法理学研究呈良

好态势的突出之处。

法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 ,其生命力在于通过社会实践去发现、探索法律的规律 ,从

而用于改造世界 ,而不在于仅仅证明规律。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处于重大变革和社会转型时代 ,

法制变革已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法理学者不可能作经院式的“纯理论”研究 ,他们必须

既是法制变革的客观分析者 ,又是主观参与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法学创造的第一层次的本

质是理论的创造 ,第二层次的创造本质是实践创造 ,即法学家利用其理论 ,积极参与或干预实

践、影响社会。而法学在实践层面的创造表现在立法及国家政制的设计上 ,如罗马法的发达、

拿破仑民法典的成就、法国民法典的贡献和美国政制的设计等 ,无不倾注着法学家的巨大心智

创造。〔17〕90 年代中提出的“依法治国”理论获得执政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双重确认 ,就是中

国法学家长期艰苦探索、集体心智创造的结果。

受长期以来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社会缺少民主与法治的基础。国家意识形态虽然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但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原因 ,带有非常明显的

国家意志至上和人治特征 ,十分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变革正是从解放思想开始

的 ,中国要进一步变革 ,必须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 ,从而推动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理论首

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 ,即在观念上从人治权威转变为法治至上、宪法至上 ,然后才谈得上

领导方式、治国方略和体制的变革。

这一理论现已在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上产生了连锁反应。它在实践中变革社会的效应和

意义 ,已远远超出了法理学界当时讨论的范围。这证明了真正独立思考的科学意义上的法理

学 (而不是作为政治附庸的法理学) ,其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 ,在改革中将大有作为。

从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开始 ,法理学界对中国改革事业的介入越来越深入和广泛 ,如对惩

治腐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尤其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腐败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研究 ,对司法制

度改革的研究 ,及“程序正义”在法治中的价值 ,政府依法行政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都拓展了法

理学理论研究的范围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二、近年中国法理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法理学在积极进取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近来一些学者在充分肯定法理学取

得的成绩的同时 ,也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认真反思。笔者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两

个方面 :

(一)法理学基础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法理学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法的本体 (法的定义、本质、特征 ,法的形式与效力 ,法律关系的

主体、内容和客体 ,法律体系 ,法律责任等) ,法的起源与发展 (法的产生、法的历史类型 ,法的继

承、移植和法制改革 ,法治和法治现代化等) ,法的价值 ,法的运作 (法的创制、实施 ,法律解释和

法律推理 ,法律程序等) ,法与道德、法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与社会 ,以及法理学本身的发

展史。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法理学发展历史总结不足 ,二是

对法理学本体论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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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中国法理学发展历史总结不足

首先 ,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法理学史缺少认真梳理和分析。近年来虽有学者着手进

行 ,但仍缺少有力度的史料与史识结合的分析 ,缺少在学术史总结中凸显思想史意义的佳作。

它们或语焉不详 ,或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分析 ,或以今人之见来图解历史人物。尤其是对这段

历史在后来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的“断裂、错位”、“断裂的连续和连续中的断裂”(福柯语)缺乏分

析与研究。如自沈家本、梁启超以来的法理学研究史 ,后来是如何式微和中断的 ? 这一中断给

中国法学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 等等 ,对此不甚了了。

其次 ,对 50 年代以来异变了的法理学史也语焉不详。如中国法理学接受苏联模式的具体

过程 ,当时有哪些苏联法学家或苏联专家参与影响了这一过程 ? 接受到什么程度 ? 接受的真

实的社会历史前提究竟是什么 ? 等等。

由于这些研究的缺失 ,法理学缺乏像刑法学、民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学术积累 ,法理学的一

些观点和见解往往成了无根之藤、无源之流 ,甚至无稽之谈 ,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学术传承和发

展。

21 对法理学本体论研究不足

近年来中国法理学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大多是关于法律价值、法律运作、法与社

会、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发展方面的 ,尤其是在法律价值、法与社会、法与经济等问题上 ,取得了

突出的成就。然而 ,法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法的本体的研究 ,学者们所谈的“基础性研究薄

弱”,正是指的这一环节薄弱。其表现有二 :

一是对法理学学科本身的基础内容有哪些 ,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究

竟是什么 ,缺乏研究。对一些看似简单、却常研常新的问题 ,如“法律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真

正的法理学”等 ,往往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 ,没有化大力气去研究。因而在基础性问题上 ,要么

仍停留在苏联法学的见解 ,要么囫囵照搬西方法学的大量概念 ,甚至随意杜撰 ,互相矛盾。

二是学科内在体系的混乱和矛盾。这突出表现在法理学教科书的编写上 ,往往讲的是要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 ,但一落实到具体的法理问题上 ,不仅是对国家权

力的毫无批判的全面认可和演绎 ,而且是主观唯心的“唯意志论”的强词夺理 ,或机械的“经济

决定论”的生吞活剥。在不能自圆其说时 ,再加上一些对西方法学的教条罗列。总而言之 ,在

概念上玩游戏 ,把一些超越时空的先验教条奉为圭臬 ,充斥着各种苏式的、西式的僵硬规则 ,就

是没有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更缺少创造性的心智分析。

上述情况如不改变 ,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突破苏联法学模式 ,也不可能拿出真正有价值的法

学基础知识奉献给社会、传授给学生。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 ? 有学者分析 :对法的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虽然从之者众 ,但其学

理建树却相当有限 ,其发挥的实际效用 ,与其说是学理性的 ,毋宁说是宣传性的 ,大多还停留在

对法的一般性疏义上。造成这种情形的基本原因有三个 :一是西方法学规范分析的严密、科学

的方法远未被我国学者吸收 ;二是中国已有的分析工具限制了规范分析的应有视野 ;三是受中

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苏联法学影响 ,在分析国家制定法的规范及其效力上 ,突出了对统治阶级意

志的弘扬 ,强化了人们对统治者颁布的规范的忠诚和服从。〔18〕

笔者认为这一分析颇有见地。同时 ,笔者还认为 ,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是法理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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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哲学思维变革严重滞后。首先是我们在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 ,没有抓住马克

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 ,即对任何原则、规则、逻辑、概念的分析 ,一定要从革命的变革现实的批

判性立场出发 ,用历史的、实践的、具体的而不是超时空的观点来分析。对法学概念和法学基

本范畴的逻辑分析、理性分析 ,不能单纯从逻辑概念、规则、原则的演绎出发 ,而不关心这些理

论和概念的前提是什么。诚如前述一位学者所说 :没有对中国现行法即国家法概念赖以形成

的方法论基础 ———规范主义、概念主义、国家主义进行深刻反思 ,法学就不能摆脱幼稚和落

后。〔19〕单纯抽象的法律逻辑实证演绎方法的弊病 ,就是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不证自

明”、“理所当然”的永恒真理 ,并在这种僵化理论基础上再来推理 ,因而其推理的虚假性自不待

言。

对法理学本体论的研究 ,必须打破理性绝对至上的观念 ,使其变为理性至上与非至上的统

一。因为在每一种法律范畴、概念和规则的后面 ,都有现实的生活及其客观规律 ,法律的理念

和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 ,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

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 ,那么 ,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

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 ? 它是

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20〕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突破法理学规范主义、概念主义和国家主

义等苏式与西式巢臼 ,有重要指导意义。变革时代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非理性和偶然性经常

撞击与挑战着法学的基本理论范围 ,因此法律的理论范畴及公理性知识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

的教条。我们只有把理性的分析与对活生生现实的非理性体验结合起来 ,才能把握住法理学

作为实证科学的特征。

(二)法理学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关系上存在问题

中国法理学近年的活跃主要是表现在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参与上 ,这些参与对中国的改革

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改革越深入 ,参与越广泛 ,越暴露出法理学自身学科建设的

不足。因此 ,在社会参与中常表现出见解多而学问少 ,观点新而知识薄 ,甚至无根无底地发一

些议论。

法理学存在的这一问题 ,实际上早已有所显露。早在 1992 年所谓“法学研究和教育要结

合市场经济实际”的导向下 ,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倾

向 ,一些法律院系在专业设置上 ,纷纷进行“改革”,分出许多“应用性”的“法律专业”,如涉外经

济法、商贸法、国际经济法、经济法、金融法等 ;在课程设置上 ,大砍基础课 ,一些法律专业根本

不开法律思想史课 ,对法理学内容也大大简化 ;即使是应用法学的课程 ,也只注意技术操作层

面的东西和法条解说 ,而忽略理论 ,使法学本科教育变成了“律师职业培训”。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 ,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 ,不仅使“一般法律院系的理论教学流于浅薄 ,甚至像北大这样的昔日

以理论见长的法律系 ,如今法律理论研究的后备力量也有不足”。〔21〕

法学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还表现在依法治国理论的讨论中 ,一是把这一理论作为一种公

式到处套用而出现的泛化 ,如“依法治村”的提法 ,基本没有具体分析中国近百年来乡村秩序的

变迁及法治的民间基础是什么 ,有时还泛化为“依法治家”、“依法治精神文明建设”等十分荒谬

的口号。二是依法治国理论的政治化 ,一些学者把此当作一种时髦的从事社会活动的直接手

·32·

变革时代的中国法理学态势与问题

〔19〕

〔20〕

〔21〕 前引〔4〕,苏力书 ,第 300 页。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4 卷 ,第 140 页。

前引〔5〕,葛洪义书 ,第 132 页。



段。套用戊戌变法时有人批评康有为的话 ,这叫做“借经术缘饰政论”,尽管目的和动机都是好

的 ,是为了经世致用 ,但把学术直接作为政治的手段 ,则不免为致用而牺牲科学的严肃性和求

真性 ,这不仅使理论流于浅陋和疏阔 ,也使致用走向了极端。

这就是近来一些学者批评的 :法理学使命感太强 ,而学术的根基太差。像这样研究法理

学 ,这法理学的“学问”也太好做了。

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变革时代的中国法理学对社会的参与 ,既是它的成就所在 ,也是问题所在。法学作为一门

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不参与社会无法成就其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 ,自来就是“经世

致用”,自孔夫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中表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良知和道德担当

精神 ,我们今天应当发扬光大。因为这种学术传统自 50 年代的政治运动不断打击后 ,已逐渐

式微。我们不应当在强调学术的科学理性精神时 ,轻易丢掉自己的优良传统。清代的乾嘉学

者躲进书斋专事考据 ,诸事不问 ,并不是他们甘心情愿 ,而是被“文字狱”逼的。今天的时代为

中国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和学术环境 ,我们不能作茧自缚 ,自己把自己困在象牙塔

中。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东西介入社会 ? 在参与社会变革中 ,如何处理好学术

研究与社会参与、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关系 ?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口

号下 ,要么显露出理论的苍白和僵化 ,要么坠入浅陋的实用主义 ,使学术知识的创造、转化和运

用都陷入一种怪圈 ? 在此 ,笔者拟从法理学学科的层次、价值取向、层次间的中介联系、体用关

系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法理学基础性与应用性研究的层次、价值取向和中介联系

这里首先要搞清法理学的应用性研究指的是什么。前已叙述法理学基础性研究的范围 ,

而法理学的应用性研究 (不是指整个法学的应用性研究) 则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如何把法理学

的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实际问题 ,如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运作过程、战略实施过程、司法制度

改革等。二是法理学作为“法学的法学”,与应用法学发生直接联系的那部分内容 ,如法律效

力、法律形式、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关系、法律制定、法律实施、法律解释、法律程序等内容

中与应用法学直接相关的部分。

故此 ,如果把法理学分为基础性与应用性研究两个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方面共

有四个层次 :

第一层次属于基础性研究中的最高层次 ,即法律的价值研究。如果把法律价值体系分为

目的价值系统、评判标准系统和形式价值系统的话 ,这里所说居于最高层次的基础研究 ,便是

对法律的“目的价值系统”研究。〔22〕它集中地反映了主体的追求和法制的本质 ,尽管它的内容

是多元的 ,但主体的追求却是法律价值的原点和标准 (当然它也具有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

性〔23〕) 。它在法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 ,不仅居最高层次 ,而且属核心部分。如果把法理学的基

础性与应用性研究关系分称为“体”与“用”的关系的话 ,那法律价值这部分即是法理学“体”论

的核心。而核心之核心 ,则是法律、也是法理学的人文价值追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法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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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法对人的意义 ,它包括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 ,及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24〕法的价值

中存在人类实践永恒追求的目的 ,如正义、自由、平等、文明等 ,这些追求始终高于法律的现实

状况 ,所以在法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中具有真正形而上的意义 ,即法哲学的意义。

正因如此 ,英国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实用主义法学风行

之时 ,却对自然法思想的核心价值 (公平与正义、善法思想、权利平等等) 给予了重新肯定和深

刻发掘。他认为 ,人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物 ,“不仅被想象为倾向于维护自身的生存 ,而且被想

象为不断谋求某种有利于它的最佳状态或适合于它的目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的目的 ,

一部分属于生物性、物质性的 ,它是构成生命“成熟和发展的物质力量的条件”,人将在实践中

认识到的、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公式化、定律化 ,就构成了法律的部分规则。

同时 ,他说 ,人追求的目的“也包括显然在思想和行动中的精神和品质的发展和变化 ———这是

独特的人性要素。与其他生物不同 ,人能够通过推理和反思 ,发现实现思维和品德优化包含着

什么 ,并且期求这种优化。”因此 ,人文精神 ,人对“思维与品德的优化”,同样是人在法律中追求

的“自然目标”,同时 ,这种追求具有极大的超越性 ,无此 ,则“人性绝不能存在”,人类也“永远不

会有存续的空间”。〔25〕

哈特新分析法学思想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极富启示性 ,其启示的意义就在于他找回了被现

代西方法学丢掉的人文价值部分。19 至 20 世纪 ,当西方“工具理性”成为横扫天下的发展动

力时 ,西方法学中“体”论的核心价值却被逐步淡化和遗弃。而哈特看到 ,法律如无终极关怀和

终极解释 ,则导致法律人文价值、背景支援的世俗化和盲目性 ,使法学降到就现象解说现象、就

法论法的实用主义工具层次 ,法理学乃至法学都成了无源无据的表象学说。哈特思想对于我

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启示意义在于 :法理学基础性研究中所开出的这种“形上”层次的价值追求 ,

是应用法学或法理学的应用性研究中无法做到的 ;但这种“形上”层次的价值目的 ,却是法理学

不可或缺的前提。对此 ,任何纯实证的或纯技术性的法学知识都无能为力 ,因为任何应用性的

实证研究都不会向我们提供思想和人文价值理想。而我们今天在向西方学习 ,引进西方“工具

理性”分析方法时 ,应清醒认识其利弊得失所在。

第二层次属于法理学基础性研究中我们称为法的本体的内容 ,包含法的起源与发展 ,及法

的运作与法的作用中的部分内容。这一部分中有相当的部分由抽象的法律定律、规则、原则、

概念和逻辑范畴等组成。对它的研究除了采用哲学的辩证思维外 ,更多的是采用实证科学的

推理方法、事实分类和逻辑辨析。因此 ,它的特点不是具有人文性 ,而是具有科学性。

第三层次属于法理学应用性研究部分的高层次 ,即与基础性研究中的第二层次直接相联

的部分 ,如立法原则、守法原则、法律执行的原则、法律监督的内容、法律程序的结构和规则、法

律解释的原则等等。它同样属于法律的实证科学部分 ,不过它与法理学的致用部分联系更紧

密。

第四层次属于法理学应用性研究的低层次 ,但并不因为其层次低而不重要。所谓低 ,是指

其有很强的“形下”性。它包括法律运行中的立法程序与技术、法典编纂、法的适用、法律解释

的方法、法律制裁的具体形式 ,以及法治在现实中的一些社会热点、焦点和社会关注问题 ,如法

律与体制改革、法律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现实目标、条件、步骤、法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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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英 ]哈特 :《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84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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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法对科技发展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所提供的往往是法理学

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是法理学理论研究之源。它既是法理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也

是法理学“致用”的归宿所在。

法理学研究中的这四个层次具有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甚至互相交叉的内在同一性 ,即四

个层次的知识之间存在互相渗透、互相滋养、循环反馈的关系 ,甚至存在一定的重合和模糊性 ;

如果把其中任一层次抽出来 ,加以绝对化 ,都将导致法理学的畸形发展。

这四个层次又有一定的区别性。它们的区别 ,首先是分析方法不同 ,第一层次主要运用哲

学的价值分析方法 ,第二、三层次主要运用科学抽象的规范分析方法 ,第四层次则往往是综合

分析方法的运用 ,如借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分析方法 ,经验总结 ,典型案例的提升和积累 ,

以及其它直观感性的分析方法。另一个区别是价值取向的不同 ,这是它们最重要的区别。第

一层次的价值取向 ,是人文价值取向 ;第二、三层次的价值取向 ,是实证价值即科学价值的取

向 ;第四层次的价值取向则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功利性和直接现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三层次中较为严谨的规范分析 ,较为确定的推理方式和操作程式 ,保证

了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性。这种近似自然科学的经验理性实证研究的价值

和方法 ,即被西方法学称为“工具理性”的东西 ,恰恰是从法理学的最高“形上”层导向最低“形下”

层 ,从“体”到“用”的中介联系带。这一联系带如果缺失 ,法理学就丧失了科学性、学术性 ,其关于

人文价值的追求 ,就变成了空洞的道德说教 ,法理学即与政治宣传、道德教义没有了区别。而第

四层次的应用层 ,也就因此变成了浅陋的实用主义 ,法理学也就必然流于平庸和僵化。

由此可见 ,“体”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用”;法理学的“工具理性”层次是连接法理学的“体”到

“用”的重要桥梁 ,是法理学基础性与应用性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各个层次之间 ,达到内在同一的

中介联系 ,是“法理学”之所以成为研究法学学理的基础学科的根本动源。这一层次在法理学

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首先是“体”与“用”必不可少的理性联系形式 ;其次 ,它是法学

价值实现的真实、有效的中间承载体 ;再次 ,它是使法理学真正具有“知识”内涵 ,成为独立学科

的关键和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导致了体用关系的负导向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讲究“知行统一”、“体用不二”,贬低“知识里手”在人类实践中的认

识作用 ,貌似无可稽之处 ,实则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跳跃式把握。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从体的

绝对一下子跳到了用的相对 ,或由体源一跃而为用果”,由于隐去了主体意识自觉“怎么可能 ,

怎样可能 ,即意识自觉的理智能力如何发生 ,进而如何自足为与体同一不二的完满”,即“失去

了一个世界的基本层面 ,使中国哲学线形化 ,这带来了中国哲学的许多漏洞。”〔26〕这位学者所

说的中国哲学“跳跃式”把握世界的“线形”(而不是西方哲学的非线形) 思维方式 ,其中被隐去

的一个“体”到“用”的重大环节 ,就是在西方取得独立地位、获得充分发展的“工具理性”层面。

由于这一层次的缺失 ,中国哲学无法从中发展出由古希腊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发展而来的

实证科学和法学 ,尤其是法哲学和法理学。并且 ,由于“工具理性”层面的缺失 ,中国人对客观世

界理解和把握表面化、概念化和格式化 ,进而使主体的意识自觉 ,在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缺乏接

续的工具 ,使中国人高度发展起来的主体的意识自觉性 (如忧患意识、社会良知、正义感、道义性

等) ,在离开“体论之源的供养”后 ,就“自行滑向了用论”,从而造成了主体价值观的单一和狭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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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非智的自然化”、政治化和伦理化、“知识论”的不发达和“实践论”的偏失。〔27〕

这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缺陷 ,导致了体用关系上的南辕北辙。表现在国家意识形态

上 ,则要么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 ,理论不反映或歪曲反映现实 ,要么是非常平庸、幼稚、功利的实

用主义 (而不是西方的实证科学) 。表现在学术研究上 ,就是直接把学术与经世致用连接起来 ,使

学术成为纯功利性的工具而丧失独立自治的品格 ,从而也丧失其科学性和批判性。

戊戌变法时 ,康有为以“附会孔子改制言变法”,即直接把学术“致用”于政治 ,梁启超批评他

“好依傍”而未能自拔 ,属晚清思想界之一大“痼疾”。而梁自己也检讨自己因“急于用世”,使自己

在学术界、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 ,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 ,启超与有罪

焉。”〔28〕

对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之“痼疾”看得较为透彻的 ,还有陈寅恪。80 年前他在美国留学 ,针对

人们说中国人的弊端在“讲究虚理”及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严重实用倾向 ,曾批评说 :中国人“其言

道德 ,惟重实用 ,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又说留学生“不自伤其愚陋 ,皆由偏重实用之积

习未改之故”。他认为“救国经世”必以“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并预言中国人若不改变这种实用主

义的倾向 ,即使将来中国实业、商业能发达 ,但以“学问”等造诣胜人 ,“则决难必也”。〔29〕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式的缺陷 ,对中国法学的现代化也造成了极大障碍。我们一讲法理

学要理论联系实际 ,就意味着理论工作者要向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学习 ,导致法理学学者向法律

知识的平庸滑动 ;而法理学基础知识的平庸又导致应用层面的浅陋和鄙俗。反之 ,应用层面鄙

俗 ,又带来法律知识层面的贫乏 ,及法理学学术研究的浅薄 (而非浅显易懂)和学术创造力的干

瘪。最终形成整个法学学科体系的封闭、教条和僵化。

以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 ,法理学要加强自身学科建设 ,必须建立正确的知识“体用”观 ,

借助先进的科学理性分析方法 ,把人文价值追求和严谨的实证分析相结合 ,将二者都作为学术

探求的重要资源 ,而不要顾此失彼。同时必须有“视学术为生命 ,视职业为神圣”的精神 ,本着

“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即遵循思想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学术规律 ,以独立之品格进行社会参

与 ,这样才能保持科学的本真 ,才有真正的发言权。

Abstract :The article had the opinion that ,being relieved from the old model and textbook system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jurisprudence in recent years has showed itself in a better state

with emphasis on the reality ,and academic group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schools

have been formed ,whil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development summar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es2
tablishment of branches of learning are still existed.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2
tween the basic study and applied research from the gradation of subjects ,value selection ,interme2
diate connections among levels of subjects ,and relations of substance and form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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